
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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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证据学与证据法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我国学者曾经习惯使用

“证据学”作为书名，后来则偏爱 “证据法学”，甚至有人排斥 “证据学”。外国学者在证

据类著作的书名中使用的语词并不统一，而且没有人要求大家统一使用 “证据学”抑或

“证据法学”。把证据法学和证据学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也是

不利于本学科发展的。证据学是司法或法律领域的特殊产物。虽然证据在社会生活中的应

用非常广泛，但是超越法律事务的范围去建立 “大证据学”，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

能的。

关键词：证据学　证据法学　大证据学

在写下本文标题之后，笔者心中很有几许无奈。其实，在学科名称的问题上，笔者向来是持

“当痴则痴”的态度。大概由于学科名称之争曾经留下不良记忆，〔１〕所以笔者认为在这类问题上

人们不必太过较真，保持适度的 “糊涂”并无不好。比方说，我们不妨把 “证据学”和 “证据法

学”视为两个可以相通的概念，喜欢 “证据学”的就用 “证据学”，喜欢 “证据法学”的就用 “证

据法学”；或者在有些语境下使用 “证据学”，在有些语境下使用 “证据法学”。这些语词的使用本

都无可厚非，学者们大可不必为此去争个你对我错甚至你死我活。然而，笔者最近发现这个学科的

相关名称越变越多且有 “群雄混战”之势，〔２〕以至于一些法学后生阅读诸家学说之后颇感一头雾

水，需要先生们说明。〔３〕而且，在学科名称的争论中还隐含着对学科基本问题的阐释，因此就更

有了认真讨论与澄清之必要。另外，龙宗智教授在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法学研究》上发表了题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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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例如，我国学者关于 “刑事侦察学”与 “犯罪侦查学”的名称之争以及 “物证技术学”与 “司法鉴定学”的名称之争，

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述学科的整合与发展。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各类相关著作中出现的名称就有证据学、证据法学、证据科学、诉讼证据学、诉讼

证据法学、法律证据学、法证据学、一般证据学、基础证据学、部门证据学、刑事证据法学、民事证据法学、行政证

据法学、证据法哲学、证据法社会学、大证据学、广义证据法学、狭义证据法学、事实证据学、科技证据学、军事证

据学、历史证据学、生活证据学等。

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讲的 “证据法学”课堂上以及在一些学校举办的讲座上曾经有同学问及学科名称问题。

有人问我是否赞成某种观点或者坚决反对某种观点；也有人问我某个名称是否已经过时；还有人问我不同的名称是否

代表不同的学派。这些问题表明学科名称的混乱确实不利于学生学习。



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的文章，笔者读后颇有收益并引发若干联想，但其中有些观点却不敢苟

同。以上便是笔者撰写此文之初衷。

一、中文语境中的证据学与证据法学

在中国大陆地区，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证据类教材一般都采用 “证据学”作为书名，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巫宇盨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 《证据学》（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３）和陈一云

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证据学》（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最早使用 “证据法学”作为书

名的著作是裴苍龄教授编写的 《证据法学新论》 （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９），后来一些教材也开始使用

“证据法学”作为书名。笔者于１９９９年主编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统编的 “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也取名 《新编证据法学》 （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偏爱使用

“证据法学”作为书名，而沿用 “证据学”者越来越少 。

陈一云教授是坚持使用 “证据学”的作者之一，不过他并不反对使用 “证据法学”的概念。

他在其主编的 《证据学》教材中指出：“证据学或诉讼证据学，是研究诉讼过程中如何正确运用

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范的学科，所以又称为证据法学。它是现代法学体系中的一个

分支学科。”〔４〕主张使用 “证据法学”的学者一般也不排斥 “证据学”的概念，而且他们给

“证据法学”下的定义往往与 “证据学”的定义并无太大的区别。例如，樊崇义教授主编的 《证

据法学》说道：“由于证据在各种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最为广泛也最具有代表性，由于各种证据规

则大多产生于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之中，所以这一学科还经常被称为 ‘诉讼证据学’或 ‘诉讼证据

法学’。”〔５〕卞建林教授主编的 《证据法学》开篇说道：“证据法学，是研究关于证据的法律规范和

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处理过程中运用证据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或其他法律事实的规律、方法和规

则的学科，是现代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６〕如果比较陈一云教授和卞建林教授的两

段定义，我们会发现二者的内涵其实大同小异。这就说明，至少在一些学者的语言使用习惯中，证

据学与证据法学并不是两个必须严格区分的概念。而法律实务人员一般就更不会去刻意区分这两个

概念了。

然而，随着 “证据法学”的流行，不少学者主张要区分这两个概念。其中，有些学者主张这两

个概念都可以使用，只是二者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有些学者则主张用 “证据法学”代替 “证据

学”。龙宗智教授应该属于前者，他说道：“证据学，即关于证据与证明的系统性知识。……法证据

学，或称证据法学，是存在于法的空间中受法律规制的证据学；而一般意义上的证据学，即研究关

于证据与证明的系统性知识，对于证据法学具有基础性意义。”〔７〕

刘金友教授大概属于后者，他认为：“学科的划分依据是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的名称必须

突出它的特定研究对象，并尽可能以简单明了的词语命名，故而证据学的称谓尽管已经被大多数人

所接受，词语也简练，但似显名实不符，容易被误认为它是以 ‘证据’为研究对象的，实际上本学

科的研究对象主要并不是证据本身，而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问题……将本学科的名称概

括为 ‘证据法学’更加符合学科的划分和名称概括的一般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将 《证据学》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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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页。

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页。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页。

龙宗智：《“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证据法学》是实现本学科质的飞跃，并适应２１世纪诉讼制度改革的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的历史的

必然。”〔８〕

陈瑞华教授也认为：“传统的 ‘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

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 ‘证据学’到 ‘证据法学’的理

论转型。……我们所要建立的应当是 ‘证据法学’，而不是那种笼统的 ‘证据学’。‘证据法学’与

‘证据学’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相去甚远。”他还指出：“这些以收集证据、发现事实真

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可以被称为广义的 ‘证据学’。由此可见，即便我们保留这门名为 ‘证据

学’的学科，也无法将有关证据运用的问题都纳入到该学科的体系中来。事实上，我们既不可能也

无必要在一门综合的 ‘证据学’学科中研究所有涉及收集证据、发现事实真相的问题。未来以认识

论为基础的 ‘证据学’即使得到保留，也不可能像目前这样成为一门单一的学科，而注定要变成多

门交叉学科的混合或者成为一种由若干学科所组成的 ‘学科群’。”〔９〕

语词是概念的符号，而语词在人类社会中的使用确实是一种很奇妙的现象。首先，语词的使用

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一般也要遵守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果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都

习惯称某种动物为 “熊猫”，那么有人称之为 “熊”，便会使听者不知所云并进而阻碍思想的沟通。

当然，这种约定俗成并没有强制约束力。有人就偏要称之为 “熊”，或者就偏要称之为 “猫”，别人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其次，语词的使用是可以发展变化的，而且往往会遵循 “追星效应”。假如在

一个社会群体中，一些享有 “话语权”或 “语言影响力”的人开始称呼 “熊猫”为 “猫熊”，那么

可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时尚，并最终导致用 “猫熊”取代了 “熊猫”。最后，语词的使用具

有差异性和并存性，即在不同的时间或地区可以形成不同的语词使用习惯而且这不同的习惯可以在

同一个语言体系中并存。例如，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习惯称 “熊猫”，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习惯称

“猫熊”。这两个语词符号指代同一个概念，虽有差异，却可以并存。那么，国人使用 “证据学”与

“证据法学”这两个语词的习惯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在遵守语词使用习惯的基础上把握其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考察一下外国学者对相关语词的使用习惯是很有裨益的。

二、外文语境中的证据学与证据法学

受个人外语能力所限，笔者为本文所作的考察以英语的证据类著作为主。不过，由于英美

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比较发达，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所以，这种考

察结果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在考察过程中，笔者首先发现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似乎

并不像中国学者那么喜爱使用 “学”这个语词，至少在字面上没有，因此被翻译成中文的相关

英文著作的名称都是 “某某证据”或 “某某证据法”，而且当我们试图把中文的 “证据科学”等

语词翻译成英文时也会颇感棘手。〔１０〕诚然，这种差异大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渊源，但是在有

些语境下也可以看作翻译的问题，例如，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有时也可以翻译为 “证据学”，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ａ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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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以下。

陈瑞华：《从 “证据学”走向 “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我们可以把 “证据科学”翻译为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但是总会给人一种 “陌生”的感觉。其实，这个难题不仅表现

在证据类著作的翻译上。例如，在英文中，数学就是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文学就是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经济学就是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法学

就是ｌａｗ。如果硬要在这些名词前面加上ｓｃｉｅｎｃｅ或ｓｔｕｄｙ，也会让英语国家的人感觉有些别扭———除非是在特殊的语

境下使用。



时也可以翻译为 “证据法学”。笔者于１９９１年组织翻译华尔兹教授的著作时把书名译为 《刑事

证据大全》，其实也可以翻译为 《刑事证据学导论》。〔１１〕由于我们这里要考察的主题是 “证据

学”与 “证据法学”的差异，而不是 “证据”或 “证据法”与 “学”的关系，所以为了叙述的

方便，笔者在下文中一般会把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翻译为 “证据学”，而把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ａｗ翻译为 “证据法学”。

在英国早期的证据法学家中，最有影响力者当属边沁 （Ｒ．Ｂｅｎｔｈａｍ）。边沁一生撰写了很多

关于证据和诉讼程序的著作，其中大部分完成于１８０２至１８１２年期间，包括 《证据学原理导论》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和 《司法证据学原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值得注意的是边沁在其书名中没有使用 “证据法学”，大概因为当时英国的证据法还

不够发达，而且边沁大概有 “反证据法”的倾向。在 《司法证据学原理》一书中，边沁指出：

实现司法目标的最好制度是 “自然的证明体系”，而不是 “人造的技术体系”。这种 “自然证明

体系”的基本模式就像一位明智的父亲在处理家庭纠纷时采取的证明方法，即让纠纷双方面对

面地陈述自己的理由并且允许互相质问。任何人的证言和相关的证据都不应被排除在这一证明

过程之外，只要该过程带来的痛苦和花费是有关人员能够承受的。因此，边沁反对证据排除规

则，换言之，他主张 “无排除原则”。他说：“无论纠纷可能是什么，（法官应该）看一切应该看

的东西，听可能知晓案情的任何人的陈述；听任何人的，但是其中最首要且最应注意听的是那

些可能最了解案情的人，即当事人。”〔１２〕由于他认为法官对证据的评价很容易受到正式规则的

影响，所以他甚至反对一切证据规则，包括关于证人可靠性的规则、证据的分量和定量的规则。

不过，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如何确保证人出庭作证，如何保证证据的确实和充分，以及如

何指导法官去评价证据。无论如何，边沁的 《司法证据学原理》是１９世纪初期英国最有代表性

和论述得最为全面的证据学著作。

在美国的证据法学家中，威格莫尔 （ＪｏｈｎＷｉｇｍｏｒｅ）无疑是最负盛名的人。他于２０世纪初

期出版的 《在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学体系专论》（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ｉａｌｓａ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被认为是最经典的证据学专著。在该书第一版的前言中，威

格莫尔声明本书的目的是：“第一，作为理性的原则和规则系统来阐述英美证据法；第二，把那

显然互相冲突的大量司法判例视为这些原则和规则的连贯性产品；第三，提供所有材料来确定

该法律在美国５０个独立的司法管辖区的现状。”〔１３〕然而，他并没有单纯地讲述现行的证据规

则，而是相当深入地探讨了主要证据规则的历史和原理，而且介绍了许多司法心理学和法庭科

学的知识。他的这部学术专著不仅被视为证据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

深受法学研究人员和法律实务人员的欢迎。和边沁一样，他在书名中也没有使用 “证据法学”，

大概因为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证据法或证据规则，而且他似乎也赞成边沁那重视 “自然证明体

系”的研究方向。他曾声称自己是继边沁之后第一个把证明原则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全面研究

的人。

在考察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在英美法系国家１９世纪的证据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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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英文书名是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受当时出版时尚的影响 （当时很时兴出版各种各样的 “大全”），

笔者也使用了 “大全”两个字。该书出版之后，我的心中一直有些忐忑，因为书名的翻译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著，

尽管该书的特点之一就是 “全”，因此从内容上讲，称为 “大全”亦不为过 （［美］乔恩·Ｒ·华尔兹：《刑事证据大

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版，２００４年第２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Ｔｗｉｎｉｎｇ，犚犲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狅狉狔犈狊狊犪狔狊，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Ｌｔｄ．ＵＫ．１９９０，ｐ．４０．

同上书，第６０页。



中，“证据法”或 “证据法学”似乎是较为流行的书名，〔１４〕而在２０世纪以来的同类著作中，使用

“证据”或 “证据学”作为书名似乎又成为一种时尚。〔１５〕另外，美国法学院目前开设的相关课程

一般也以 “证据学”作为课程的名称，〔１６〕而且英美法系国家最有影响力的证据专业期刊也是以

“证据学”命名的。〔１７〕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没有研究取向的变迁，笔者不敢断言。但是在英美法

系国家中，无论是使用 “证据学”的作者还是使用 “证据法学”的作者，一般都没有对他人的不同

选择进行批判，似乎使用 “证据学”抑或 “证据法学”作为名称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值得争论的理论

问题，因此可以听凭作者的个人理解和喜好。

为了给本文的论点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笔者还考察了德文中相关语词的使用习惯。德国

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德文

中，Ｂｅｗｅｉｓ可以翻译为 “证据”，Ｂｅｗｅｉｓｒｅｃｈｔ可以翻译为 “证据法”。虽然德国没有英美法系国

家那样发达的证据法，但是德国学者的语词使用习惯并没有排斥 “证据法”。笔者查阅了德国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出版的证据类著作，其中既有以 “证据”作为书名的，也有以 “证据法”作为

书名的。前者如ＰａｕｌＷｅｔｔｅｒｉｃｈ著的 《警察工作中的证据和证据禁止》（ＢｅｗｅｉｓｕｎｄＢｅｗｅｉｓｖｅｒｂｏｔｅ

ｉｎｄｅｒＰｏｌｉｚｅｉｐｒａｘｉｓ，１９８５）；ＪｏａｃｈｉｍＳｃｈｕｌｚ著的 《事实认定和证据理论》（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ｓｆｅｓｔ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ｕｎｄＢｅｗｅ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１９９２）；Ｅｇｏｎ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著 的 《证 据 与 证 据 评 断》 （Ｂｅｗｅｉｓｕｎｄ

Ｂｅｗｅｉｓｗüｒｄｉｇｕｎｇ，１９９４）；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Ｆ．Ｎｉｊｂｏｅｒ著的 《证据难题和刑事法律制度》 （Ｂｅｗｅｉｓｐｒｏｂ

ｌｅｍｅｕｎｄ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ｅ，１９９５）；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ｒａｎｋ著的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民事与刑事诉

讼中的证据》（ＤｅｒＢｅｗｅｉｓｉｍＺｉｖｉｌｕｎｄＳｔｒａｆｐｒｏｚｅ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ｕｎｄｄｅｒ

Ｓｃｈｗｅｉｚ，１９９６）；Ｊüｒｇ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Ｂｒｎｎｉｍａｎｎ著的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ＤｅｒＢｅｗｅｉｓｉｍＺｉｖｉｌ

ｐｒｏｚｅｓｓＬｅ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００）；ＲｅｔｏＦａｎｇｅｒ著的 《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数字化文件》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ａｌｓＢｅｗｅｉｓｉｍ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２００５）；ＭａｒｔｉｎＢｅｒｇｆｅｌｄｅｒ著的 《电子法律关系中的证据》

（ＤｅｒＢｅｗｅｉｓｉｍ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２００６）等。后者如ＤａｇｍａｒＣｏｅｓｔｅｒＷａｌｔｊｅｎ著的 《国

际证据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Ｂｅｗｅｉｓｒｅｃｈｔ，１９８３）；ＣｈｒｉｓｔｏｓＧ．Ｄｅｄｅｓ著的 《取证程序和证据法》

（Ｂｅｗｅｉｓ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ｕｎｄＢｅｗｅｉｓｒｅｃｈｔ，１９９２）；ＧｅｒａｌｄＧｒüｎｗａｌｄ著的 《刑事诉讼法典中的证据法》

（ＤａｓＢｅｗｅｉｓｒｅｃｈｔｄｅｒＳｔｒａｆｐｒｏｚｅｏｒｄｎｕｎｇ，１９９３）；Ｕｌｒｉｃ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著的 《刑事诉讼法典中的证据

法》（ＢｅｗｅｉｓｒｅｃｈｔｄｅｒＳｔＰＯ，２００６）；ＪｅｎｓＣ．Ｄａｍｍａｎｎ著的 《基本自由制度中的实体权利和证据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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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皮克 （ＴｈｏｍａｓＰｅａｋｅ）的 《证据法纲要》 （Ａ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８０１），菲利普斯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ｐｓ）的 《证据法学专论》（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８１４），斯塔基 （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ａｒｋｉｅ）的 《证据法学

实用专论》（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８２４），格林利夫 （Ｓｉｍｏｎ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的 《证据法学专论》（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８４２），泰勒 （ＪｏｈｎＴａｙｌｏｒ）的 《英格兰和爱尔兰使用之证据法专论》（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８４８）等。参见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０页。

例如，目前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类教材多称为“某某论证据”，如《麦考密克论证据》（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克

劳思论证据》（Ｃｒｏｓｓ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穆非论证据》（Ｍｕｒｐｈｙ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菲利普森论证据》（Ｐｈｉｌｉｐｓｏｎ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以及

泰勒的《证据学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目前网上可以购买的刑事证据方面的教材如：戈兰的《刑事证据学》（Ｎｏｒ

ｍａｎＭ．Ｇａｒｌ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海尔斯的《刑事证据学》（ＪｕｄｙＨａｉｌ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英格拉姆的《刑事证据

学———学习指南》（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Ｉｎｇｒａｍ，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Ｇｕｉｄｅ）。

笔者随意在网上搜索美国法学院开设的 “证据学”课程，便发现许多，如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ｅｇｇｙＤａｖ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Ｋｉｅｌｙ，ＤｅＰａｕ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ｏｍａｓＬｙ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ｅｔｅｒＴｉｌｌｅ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等等。

美国的 《国际证据学评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和英国的 《证据与证明国际学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ｏｆ）。



法》（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ｓ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Ｂｅｗｅｉｓｒｅｃｈｔｉｍ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Ｇｒｕｎｄ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ｅｎ，２００７）等。〔１８〕虽然上述著

作的书名中没有出现 “学”的字样，但是倘若按照中国学者的用名习惯，有些书是完全可以称

为 “学”的，如 “民事诉讼证据学”、“国际证据法学”等。

综上所述，英美学者和德国学者在证据类著作的书名中使用的语词并不统一，而且似乎没

有人因为自己喜欢使用 “证据法学”而否认 “证据学”研究的价值，也没有人要求大家统一使

用 “证据学”抑或 “证据法学”。因此，我不太理解国内一些学者的做法———为什么总爱在书名

或学科的名称上大做文章且各执己见绝不相让。难道真的是一字之差就会有天壤之别？难道真

的是增加一个字就会产生 “质的飞跃”？难道真的是只要名称一改，学问就发达了，学科就进步

了？笔者不以为然。也许，这只是因为 “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思想在我国学者中确已根深蒂固？

也许，这只是因为外国学者没有我国学者那么强烈的 “视学科为领地”的 “占有意识”？笔者不

得而知。

三、甄别语境中的证据学与证据法学

虽然笔者反对就学科的名称问题争个你死我活，希望学者们在使用语词的问题上多一点宽

容，但是笔者并不否认对概念进行界定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区分相近概念的必要性。严格地说，

证据学与证据法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所谓联系，就是说二者都是与证据有关的

学科，而且二者可以在一定语境下互相替换。所谓区别，则是说二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等

同，而且在某些语境下确有甄别之必要。换言之，在模糊认识 〔１９〕的层面，证据学和证据法学这

两个概念的含义可以是相同的，因而人们可以说证据学就是证据法学；但是在精确认识的层面，

这两个概念又是有所区别的，因而人们也可以说证据学不等于证据法学。

在这种甄别语境中，顾名思义，证据学是关于证据的科学或学问；证据法学是关于证据法

的科学或学问，或者说，是关于证据的法律科学或学问。由此可见，证据学与证据法学还是有

所区别的，而且证据学应该是证据法学的上位概念，证据学可以包括证据法学。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笔者曾经说过，证据学是一个学科群，包括证据法学、证据调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等分支

学科。〔２０〕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人们的使用习惯把证据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证据学

即上述学科群；狭义的证据学则等同于证据法学。其实，证据法学也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

前者是研究在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过程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或其他法律事实的规

律、规则和方法的学科；后者则仅指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的学科，即诉讼证据法学。

笔者赞成刘金友教授的观点——— “学科的划分依据是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的名称必须突出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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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目是目前在德国马普研究所进修的周遵友君替我收集并翻译的，特此表示感谢。

模糊认识，或者说认识的模糊性，是指人们对客体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认识带有不确定或不精确的性质。模糊性并

非正确性的对称，模糊的认识不一定是错误的认识。认识的模糊性是与认识的精确性相对而言的，它们是有关人类

思维的一对重要范畴。严格地说，模糊性是绝对的，精确性是相对的；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精确性是模糊性的一

种特殊表现形式，是模糊程度较低的模糊认识。而且，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对立的双方，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

相互依存之中，可以相互转化。在有些情况下，保持认识的模糊性恰恰是保证认识的正确性所必需的。诚然，要把

握好模糊的程度并非易事，因此古人说 “难得糊涂”。

参见 “证据学的百花园”（卷末絮语），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１３

页以下。



它的特定研究对象”。如果说证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证据，〔２１〕那么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证据

法吗？从语词构成的角度来说，证据法学可以理解为研究证据法的学科，也可以理解为研究证据的

法律学科。由于主张使用 “证据学”的学者一般也把该学科定位为 “法律学科”，〔２２〕所以后一种

理解与证据学并无大异。那么，我们能说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证据法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有必要先说明什么是 “法”以及什么是 “证据法”。

法是由国家颁布并且有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准

则，因此，法具有 “人造”的属性。但是，法的后面又蕴涵着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和超越国家的公

平正义精神，因此，它也具有客观存在的 “自然”属性。由于不同时间和空间内的人类对于 “法”

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在不同的国家或历史时期，人们制定出来的法也可能有所不

同甚至大相径庭。证据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虽然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是没有国界的，或者说，不同国家的人们所要研究的证据

问题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不同国家的证据法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有些国家制定了单独的证据法

典或证据法规则，而有些国家则只在诉讼法律中做出了关于证据问题的若干规定；有些国家的证据

法律规则很具体很繁杂，而有些国家的证据法律规则却很抽象很简单。如果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只

能是现存的法律规范，那么在有些国家属于证据法学的内容在另外一些国家就只能属于广义证据学

的范畴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证据法律制度也会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例如，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

国家的证据法律制度就曾经从 “法定证据制度”转化为 “自由心证制度”。那么，在前一种证据制

度下，证据的审查评断和采信运用等问题都属于 “证据法学”的范畴；但是在后一种证据制度下，

上述问题就不能归入 “证据法学”的范畴了，因为在极端的 “自由心证”制度下，根本就没有 “证

据法”，一切与证据有关的知识都只能归入 “证据学”中。由此可见，如果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只

是这种 “实然”意义上的证据法，那么中国的证据法学和美国的证据法学就会截然不同，而法国当

代的证据法学和１７、１８世纪的证据法学也会大相径庭。于是，证据法学的内容就具有了很大的不

确定性或变化性，而这显然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要求和规律。因此，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不能是狭窄

的 “实然”意义上的证据法，只能是广泛的 “应然”意义上的证据法，即司法活动或法律事务中运

用证据应该遵循的规律、原则、规则和方法，而这又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证据学的研究对象了。

威格莫尔在 《建立在逻辑学、心理学和一般经验基础之上的司法证明科学》（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ｏｏｆａ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Ｌｏｇ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一书的开篇便说道：“对律

师来说，证据原则的研究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证明。这部分涉及在

争议中进行证明的理性过程，即思想对思想，律师对法官或陪审员。每一方当事人都竭力打动

审判人员的思想。另一部分是可采性，即由法律基于诉讼经验和传统为保证审判人员 （特别是

陪审员）免受错误证据影响而设计的程序规则。迄今为止，后者一直笼罩着我们或者更准确地

说是垄断着我们的研究工作；而前者则基本上被人遗忘了，只好留待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偶然地

通过个人经验获得。”〔２３〕威格莫尔进一步指出，“证明的科学”比审判中的证据规则更为重要也

更具优先性。由于它一直没有受到法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视，所以应该大力加强。他说：“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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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张使用 “证据学”概念的学者中也没有人认为证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单纯的证据，一般都认为证据学的研究

对象是运用证据的规律、原则、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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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定的可采性规则都有可能被废除，惟有证明原则会保留下来，只要审判还作为在法律纠纷

中寻求事实真相的理性努力。”〔２４〕此话虽然会让那些坚持狭义证据法学的学者们甚感逆耳，但

是确有一定道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司法官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的普遍提高，

证据法很有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以实然意义的证据法为研究对象的 “证据法学”也会

随之消亡。然而，那并不是证据学家们的 “世界末日”，因为只要有司法活动存在，只要有解决

诉讼纠纷的裁判活动存在，就会有证据学家的存在价值。即使法律不再就证据规则做出明确规

定，司法人员也要学习有关证据的知识，包括司法实践中应该掌握的运用证据的规律、原则、

规则和方法。因此，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还会是法学教育中一门相当重要的学科。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把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实然意义上的证据法，只能界定为应然意义

上的证据法。而在这应然意义的证据法层面上，我们又看到了证据法学与证据学的密切联系———以

共同的研究对象为基础的联系。由此可见，把证据法学和证据学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

是难以成立的，也是不利于本学科发展的。笔者以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服务于司法或法律证明实践的需要。因此，只要我们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指导实践，那就是

好的理论，就是有价值的理论。至于这些理论的名称究竟是叫 “证据学”还是叫 “证据法学”，其

实并不太重要。

四、扩张语境中的证据学与 “大证据学”

龙宗智教授在 《“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一文中对证据学与证据法学这两个概念进行了

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建立 “大证据学”的主张。他说道：“证据学作为对事实进行证明的学

科，其基本原理属于哲学以及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而这些学理具有广泛的适用领域。

因为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做出一定的结论并采取一定的

行动，常常需要对已发生的事实进行判定，都面临着对事实进行证明的任务。将证据学的基本原理

运用于各专门科学中并服务于该专门科学的认识目的，即形成各种证据学分支。其中包括：在科学

技术领域探求已发生的事实状况的科技证据学 （因学科性质的不同还可以再作细分）；在军事领域

根据证据 （情报）判断敌方行动的军事证据学；在历史与考古领域，根据遗留文字乃至残垣断简等

历史文物考究史实的历史证据学；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人的行为举止以及其他各种征候判断与人相

关的事实和各种社会事实的社会证据学及生活证据学；以及在法律活动中，为适用法律而依靠证据

判定案件事实的法证据学等等。不同专业的学者可以在证据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本专业证据学

的学理及实用探讨。”〔２５〕虽然笔者并不认为龙教授的话语毫无道理，但是他的主张却很难获得笔

者的赞同。

（一）证据的运用确实具有普遍性，而且可以在一些学科领域内形成专门的学科。

毫无疑问，证据和证据的运用不仅存在于诉讼活动或法律事务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

生活和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要进行证明，例如，张三到银行取款时要

证明自己的身份；李四申请某个工作职位的时候要证明自己的资格和能力；王五向某个姑娘求

爱时要证明自己的爱心，等等。这些证明都需要证据。〔２６〕很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也都需要证

据进行证明，例如，物理学和化学要通过实验证据来证明某些定理或定律；历史学和考古学要

通过史料证据来证明过去的事件或事实；社会学和经济学要通过实证证据来证明社会的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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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Ｔｗｉｎｉｎｇ书，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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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或经济的发展规律，等等。总之，证据的运用确实具有普遍性。

在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内，由于证据非常重要而且使用频率很高，所以就随着

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形成了带有 “证据学”性质的专门学科。例如，在医学领域内， “循证医

学”（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就是一门带有证据学性质的新兴分支学科。所谓 “循证医学”，

就是研究临床医生在为病人诊断病情和制定治疗方案时如何正确使用相关的医学文献和医疗档

案等证据的科学。“循证医学”的倡导者认识到传统临床决策的不足，并试图用证据方法弥补这

些不足。目前，“循证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证据的分级；第二，临床决策

中证据的作用与病人意愿的考量。〔２７〕

又如，在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领域中，考据学也带有一些证据学的色彩。考据学或称考证

学，是运用考据方法，对古籍语义和历代名物典章制度进行研究、考核、辩证，以期确凿有据

的一种学问。〔２８〕考据学又称为朴学。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

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 “无信不征”，以汉

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

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 “朴

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２９〕

另外，从语词的角度来说，证据的运用也是相当广泛的，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范畴的层面，

并成为哲学家研究的对象。例如，英国２０世纪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尔 （ＡｌｆｒｅｄＪｕｌｅｓＡ

ｙｅｒ，１９１０－１９８９）曾经在广泛的意义上研究过证据问题。他在２６岁那年出版的成名之作 《语

言，真实与逻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１９３６）中就谈及了证据问题，后来他还撰写了

《概率与证据》（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９７２）的专著。他曾经说过：“对我自己而言，我认为

如果一个人要想用一个词汇来囊括哲学进步展现之舞台，那么 ‘证据学’会是比 ‘语言学’更

好的选择。”〔３０〕

然而，证据作为一种实物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及证据作为一个语词在科学研究中的

广泛使用，是否就足以作为建立一门统一的 “大证据学”的理论基础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

常使用证据，那么是否就应该且能够建立 “生活证据学”呢？笔者以为不然。学科的形成有其

自身的规律，而且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生活或科学研究中要有建立这门学科的需

要；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或科学研究中要有足够的相关知识的积累。那么，龙教授所主张的

“大证据学”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简要地考察一下证据

学的形成。

（二）证据学是司法领域的特殊产物，因此 “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

证据学是在司法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内也会使用证

据，但是只有在司法活动领域内，证据的运用问题才如此重要如此频繁，以至于产生了建立专

门学科的客观需要。司法活动的基本任务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要查明案件事实或争

议事实就要依靠证据，因此，证据的运用就构成了司法活动的基本内容。司法活动的这种特点

在客观上要求人们认真研究证据的运用规律和方法并形成独立的理论知识体系。在证据学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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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程中，英国的司法经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古老的神示证据制度下，包括在英国早期的陪审团审判制度下，人们显然没有系统研究

证据理论问题的必要，因为那时查明案件事实主要依靠的不是证据，而是神的旨意或者陪审员

自己了解的案件情况。在审判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司法证明的实践要求人们加强对证据理论的

研究。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国的学者们对证据问题的研究一直具有零散、概括、简

单等特点。英国１８世纪最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 （ＳｉｒＷｉｌｉｉａｍ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在其传世之作 《英

国法释义》（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７６５－１７６９年出版）中关于证据的论述也不

过十几页，其简单概括，可见一斑。

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英国的司法实践已经积累了一些涉及证据问题的判例，但是都散在于判

例汇编和法律摘要之类的文献中，尽管有些已经使用 “证据”为标题。关于证据的论述也依附

在刑法等法学著作之中。黑尔 （Ｈａｌｅ）在１６８２年出版的和霍金斯 （Ｈａｗｋｉｎｓ）在１７１６年出版的

刑法著作中都设专章探讨了证据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关于证据学的专门著作。内尔森 （Ｎｅｌｓｏｎ）

在１７１７年出版的具有摘要性质的 《证据法》 （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大概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１７６１年，一部没有署名的著作 《证据学理论》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问世，该书极力推崇

“最佳证据规则”。１７７２年，又一部没有署名的著作出版，书名为 《关于尼西普里乌斯审判的证

据法》（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ｒｉａｌｓａｔＮｉｓｉＰｒｉｕｓ）。后人推断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都是曾经在

１７７１年至１７７８年间担任英国大法官即上议院议长的巴瑟斯特 （Ｂａｔｈｕｒｓｔ）。摩根 （Ｍｏｒｇａｎ）于

１７８９年出版的 《证据法学论文集》 （Ｅｓｓａｙ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虽有三卷，但是影响不大。

上述著作对证据学的论述都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没有超出判例摘要和注释的水平。不过，英

国这一时期的理论知识积累已经为证据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证据学在英国的创立大概应该首先归功于１８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证据学家吉尔伯特 （Ｇｉｌ

ｂｅｒｔ）。吉尔伯特从１７２２年开始担任英国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直至１７２６年辞世。他曾经撰写了

很多关于法律的著作，但是大都在其死后才得以出版。他的专著 《证据法学》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于１７５４年在都柏林首次付梓，尔后多次再版，最后一版于１８０１年在伦敦印刷。该书能在

其死后问世并影响英国法律界达数十年之久，主要应归功于该书首次确立了证据学的理论体

系。〔３１〕

由于证据学是在法律事务领域内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人们通常会把 “证据”视为法律用

语。例如，汉语的 《辞海》中对证据的解释即：“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３２〕诚然，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在非法律事务中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它在法律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和最高的使用频率，所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以致于人们一听到这两个字就

会首先联想到案件、纠纷、调查、审判等法律事务中的问题。因此，人们都知道 “证据学”是专门

研究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学科，不会因为其前面没有冠以 “法律”、“司法”或 “诉讼”等字样就

把其误解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或其他专业领域内证据问题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据学是司法或

法律领域的特殊产物。

（三）“大证据学”的建构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龙宗智教授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将证据学限于证据法学的内容，导致学科视野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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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８页以下。

《辞海》（修订本·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７３页。



研究方法有限，学理认识较为肤浅。有些基本问题，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以及证明标准问题，争

论不休，但未能从学科性质以及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研究入手，因此总是感到论证不充

分，说服力不足。”〔３３〕此话不无道理。其实，笔者也主张对证据学或证据法学的研究要加强基础

理论和科学原理的研究，要加强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３４〕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为法律事务

中运用证据服务的。换言之，证据学可以 “大”，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它不应超出法学的范畴，

不能成为取代哲学的万事通用而且包罗万象的学科。

人们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内运用的物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

样的，而且其中有很多物或方法都可以适用于多个领域或多个学科，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要在各个

领域都建立相应的专门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 “大学科”。例如，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处处需

要灯光照明。在家需要照明，出门也需要照明；街道广场需要照明，宾馆饭店也需要照明；城市需

要照明，农村也需要照明，等等。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扩张，人类运用灯光照

明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技术越来越复杂，理论知识的积累也越来越丰富，于是在一些领域内就形成

了专门的学科，如建筑设计领域的照明学、室内照明学、照明灯光设计学等。〔３５〕但是，人类有必

要在所有生活领域中都建立相应的灯光照明学吗？我想，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同样的道理，人类也

没有必要建立适用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 “普通照明学”。〔３６〕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说因为各行各业都使用某种物或某种方法，所以各行各业就都要建立相应

的学科，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遍适用的 “大学科”。就如同没有必要建立那么多专门的照明

学和调查学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建立那么多专门的证据学，如军事证据学、科技证据学、生活证

据学等。就如同我们不可能建立适用于各个生活领域的 “大照明学”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适用

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 “大证据学”。虽然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中都会使用证据，但是在不

同的领域内，使用证据的要求、方法、原则和规律往往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证据在历史学领域的

运用和在医学领域的运用就有很大差异，证据在科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和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运用也有

很大差异，因此，我们的学者恐怕很难有能力同时驾驭这么多领域内的证据问题来高屋建瓴地创建

出一门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 “大证据学”。

诚然，在某些语境下，概念是可以扩张的，但是这种扩张也应该有所限度。如前所述，相对于

狭义的证据法学来说，证据学可以是 “大”的，或者说是 “广义”的，其外延可以扩张到涵盖诉

讼、仲裁、公证、调解、行政执法等与法律有关的活动中证据的运用，也可以扩张到包括证据法

学、证据调查学、物证技术学等分支学科的内容。但是，这个学科应该局限在法律事务的范围之

内。一言以蔽之，超越法律事务的范围去建构 “大证据学”，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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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龙宗智文。

例如，在笔者主编的面向法学研究生的证据法学教材中，就包括了证据法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程序论、信息

论、概率论原理和逻辑学、数学、行为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等内容。见何家弘主编：《证据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例如，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就开设了 “照明学硕士课程”，主要讲授建筑工程领域内照明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顺便说一句，就像 “证据学”属于法律事务领域一样，人们所说的 “照明学”属于建筑工程领域，而不是龙教授所主

张的那种 “普通照明学”。




